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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金花三巷9号，今天
已是一片繁华的都市景象，而六百年前，这
里还是名为“下田”的村子。但就是在这孤
悬海外之地，诞生了明代的著名思想家、史
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丘
濬。丘濬作为明成化、弘治年间的中央重
臣，官至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明代史
家称他为“中兴贤辅”。其于学术上更是优
赡赅博，“三教百家之言，无不涉猎”，被认为
是“当代通儒”及“有明一代文臣之宗”，其治
学实践与思想时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翰林修书 积学明智
“天下事无不可为者”

明景泰五年（1454年），丘濬历经四次
会试之后终于高中进士，主考官极器重丘濬
的文章，将其列为榜首。虽然之后的殿试屈
居二甲第一名，但这却是丘濬生命中重要的
里程碑，终于得以在而立之年踏入仕途。之
后他被选入翰林院工作，治学之路也由此开
启。初入翰林院，他的身份为庶吉士，是翰
林院内的短期职位，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
诏书，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职责，是明朝培
养朝臣的途径之一。

翰林院庶吉士一职还为丘濬提供了得
以博览中央珍藏典籍的良机。

在此期间，丘濬被朝廷赋予重任，即参与
多部史志的编纂。第一部为《寰宇通志》，此
为记述明朝国家和邻近区域的地理志书，早
在太祖洪武年间就已下令编纂，直至丘濬进
入翰林院仍未完成。景泰六年（1455年），丘
濬被委以史官一职，全力投入《寰宇通志》编
纂的工作，终于景泰七年完成。依循惯例，所
有参与编纂工作的人员都获得皇帝的赏赐与
提升，因此丘濬也被擢升为翰林院编修（正七
品）。但该书未及颁行，次年宫廷内部发生了

“夺门之变”，明英宗朱祁镇取代弟弟朱祁钰
复位。朱祁镇为不使景泰帝有修志之美誉，
以它“繁简失宜，去取未当”为词，于天顺二年
（1458年）命李贤、彭时等重编《大明一统
志》，以传后世。因此，丘濬又被任命为纂修，
投入到新的编纂工作之中。《大明一统志》于
1461年完成编纂，共九十卷，系统而集中地
保存了明代政区的有关地理资料。

无论《寰宇通志》还是《大明一统志》，都
涉及了当时的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
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等诸多方面，非
博学者不能胜任，因而丘濬在参与编修志书
过程中，也无形中掌握了大量的学识，这也
为他以后更大的政治及学术抱负提供了自
信。他在《愿丰轩记》一文中写道：“予少有
志用世，于凡天下户口、边塞、兵马、盐铁之
事，无不究诸心。意谓一旦出而见售于时，
随所任使，庶几有以藉手致用。及登进士
第，选读书中秘，即预修《寰宇通志》，又于天
下地理远近，山川险易，物产登耗，赋税多
少，风俗美恶，一一得以寓目焉。是时年少
气锐，谓天下事无不可为者，顾无为之地
耳。”足见这段经历对其影响之巨大。

赓续程朱 宗传道统
“下学者事也，上达者理也”

天顺七年（1463年），丘濬完成了生平
的第一部专论——《朱子学的》。该书是丘
濬编辑宋儒朱熹的言论而成，反映了他的治
学倾向。程朱理学是明朝官方所尊崇的正
统主导思想，明成祖诏谕编成《五经大全》
《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成为科举考试的范
本，虽为维系国家稳定的政治形态有所帮
助，但不可避免造成了道学的僵化。朱子学
说意识形态化后日益拘滞，科考士子只是从
《四书》中剽窃只言片语，不读朱子原书更不
力行其道。正如康熙年间张伯行所说：“丰
蔀以制科之帖括，爚乱以剽窃之词章，然后
朱子之学日以益晦。”这引起诸多知识分子
对程朱理学的反思，与丘濬同时代的陈献章
掀起的“糟粕六经”观点影响极大，朱子学说
的权威地位由此出现了动摇。

从《朱子学的》可以看出，丘濬对明朝官
方的正统儒学——程朱理学秉持支持及关
注态度，编撰《朱子学的》意在转变这种僵化
学风。丘濬在书中系统总结朱熹理学思想
体系，引领士人以“学以成圣”作为德性目
标，学者评价为“宗传之绪”。该书对朱子学
之整体作提纲挈领的勾稽，也是其一生治学
得力所在。丘濬生活在阳明心学盛行的前
夜，并未卷进朱王学术争辩的旋涡中，故而
《朱子学的》的撰作相对纯粹。

关于《朱子学的》之得名，丘濬说：“学以
圣人为的，龟山杨子之言也。而朱夫子于
《中庸或问》论中和位育处，亦以是为言喻学
者之必志于为圣贤，亦如射者之必志于中的
也。”大道之行当以古圣先贤为榜样，如弓矢
之目标在靶，此譬喻最早用于《孟子·万章》
中。《朱子学的》的编撰目的在为初学者“得
其门而入”，是周程张四子之阶梯。《朱子学
的》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挽救程朱
之学所面临的危机和没落。

一方面，《朱子学的》体现了丘濬“下学
人事，上达天理”的治学旨趣。其形式上取
《论语》之形，内容上采《小学》之神。向来儒
家有关性理诸书，大都开始于太极道体，如
朱子与吕祖谦共辑的《近思录》。为了便于

初学者入门，丘濬反其道而行，
《朱子学的》以“下学人事”为先，为
学工夫上“主敬”皆从内而外，丘濬
则相反，使初学者有用功下手的地
方；在格物穷理中特别重视读书一事，

“今之学者无师授，而欲舍读书以穷理，吾见
其泛无归宿矣”；在六经次第上，改变传统的

“易、书、诗、春秋、礼”的顺序，遵循由浅及深
的原则，先诗、书、礼，而后及易、春秋；在人
伦次第上，由近及远，以父子为先，最后才是
君臣。丘濬从《朱子语类》卷四十四《论语二
十六·宪问篇·莫我知也夫章》中拈举“下学
者事也，上达者理也，理只在事中”一句，作
为《朱子学的》开篇。

下学上达之辨，从理事关系来说，下学
是事，属于形而下者，上达是理，属于形而上
者，理事交彻，圆融无碍，事事都有其天理，
即规律性，天理均要落实在人事上，这样，学
人事自然能上达天理。

另一方面，丘濬借《朱子学的》明道统之
所传。道统论经唐代韩愈《原道》的阐扬，到
南宋朱子最终完成。《朱子学的》以《道统》一
篇作结，目的在明朱子学渊源所自。该篇由
尧舜孔子说起，罗列朱子对北宋周敦颐、张
载、二程四子的赞语，及朱子自赞，概见传道
者之学术气象。接着记述朱子学道历程、朱
子著述之故，引列朱子自评及门人后学评赞
《四书》、诸经史、《小学》等著述之言，再叙述
朱子生平志节，最后解释“敬”为朱子道学之
极致及赞朱子所以为道统之正的原因。而
这即为该书编撰宗旨——作为习学周程张
四子的阶梯，希望时人可以藉由《朱子学的》
而达到周程张四子的为学境界。

该书问世后，影响颇巨。明代隆庆年
间，史朝宜担任广东按察副使时，又刊刻《朱
子学的》，他在谈到该书的作用时说：“学者
由是编以会朱子之意，则入道之门，一开卷
而尽得之。”足见世人对《朱子学的》的肯定。

整顿文风 回归正统
“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

永乐至成化几十年间，在太平盛世氛围
下的诗文，饱含富贵福泽之气，尽是粉饰太
平、歌功颂德、应制和应酬之作，诞生的所谓

“台阁体”，貌似雍容典雅，平正醇实，实则脱
离社会生活，既缺乏深湛切著的内容，又少
有纵横驰骤之气，徒有其工丽之形。这种文
风由于统治者的倡导，一般利禄之士得官之
后竞相模仿，以致沿为流派，文坛风气遂趋
于庸俗肤浅，而且千篇一律。

“台阁体”萎弱冗沓的文风至成化以后
渐为时代所不容，革除其流弊的呼声愈来愈
高，在“茶陵诗派”崛起，以及随后李梦阳、何
景明“前七子”倡言复古之前，丘濬就已经注
意到这一弊端。

丘濬生于珠崖，经史知识多靠自学沉
积。到了北京以后，他花了三年时间在时任
国子监祭酒萧镃门下学习。萧镃专长文学，
不重空言，因此丘濬亦文风严谨，思想和学
术专注于经世致用。

成化十三年（1477年）四月，丘濬擢升为
翰林院学士，四个月后晋升为国子监祭酒（从
四品）直至1487年。十年间，身为国子监祭
酒的丘濬注意到当时文坛已然出现了不正之
风，对此他讲道：“近年以来，书肆无故刻出晚
宋《论范》等书，学者靡然效之，科举之文遂为
一变。说者谓宋南渡以后无文章，气势因之
不振，殆谓此等文字欤？”丘濬致力于整顿当
时的写作风气，认为好的文风的关键在于文
章的意旨，文藻措辞则不是考量的重点。

丘濬呼吁读书人文风要正，认为文风歪
曲势必会对科举制度产生显著冲击，倘若在
科考过程中出现不合时宜的文章，不仅作者
本人将遭受落第之痛，更会干扰整个科举风
气。更有甚者，一旦那些受到不正之风影响
的科举士子们侥幸踏入官场，定会影响行政
体系的平稳运转，进而为王朝的统治埋下潜
在隐患。因此，丘濬随即阐述了其本人对革
除文风之弊的期许：“伊欲正人心，作士气，
以复祖宗之旧，使明经者潜心玩理，无穿凿
空疏之失，修辞者顺理达意，无险怪新奇之
作，命题者随文取义，无偏主立异之非。”

丘濬身为国子监祭酒，还站在主考官的
角度希望“命题者随文取义”，不要有偏离正
统文风的题目出现。无论是考官出题还是
考生答卷，唯有恪守经书之旨，不求险怪新
奇，方能保障科举制度的稳步运行。《明史·
丘濬传》记载：“时经生文尚险怪，濬主南畿
乡试，分考会试，皆痛抑之。及是课国学生，
尤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丘濬将不良文风
形成原因归结于科举制度的不良影响，他认
为明朝初年的科举考官出题也“深求隐僻，
强裁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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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明代海南先贤丘濬位极人
臣，著作等身，是我国古代重要
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之一。他在求学经历、政治主
张、诗文成就、学术见解等领
域，都有着讲不完的故事。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
形态视域下丘濬研究”研讨会
召开之际，回望丘濬的治学之
路，无疑可以帮助今天的人们
更好地了解这位明代大儒的家
国情怀和思想境界。

断而断，遂使学者无所依据，施功于所不必
施之地”。科举士子们必须尽可能专心通读
所有经书，才能保证在科考的过程中从容应
对，这就导致考生过分关注经典文句的训诂
解析，而忽视了治学的根本——经世致用。

丘濬的科举文风改革思想旨在净化日
渐支离的学风，抵制心学的影响，重塑程朱
理学的正统地位。他从不满足于单纯地博
览群书，而是心怀济世之志，以天下为己任，
希望天下读书人应当恪守程朱理学所规划
的道德修养体系，以经世致用的态度去投身
举业，通过研读儒家典籍来探究治世之道，
匡正学风的凋敝与政局的衰败，进而实现

“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

《世史正纲》以史资治
“非道非义，功利虽大弗取也”

丘濬在著史方面，亦颇有建树。
成化十年（1474年）六月，丘濬丁母忧

后重回京城的工作岗位。回京后不久，在尚
书彭时的推荐下，参与《续资治通鉴纲目》的
编纂。该书于成化十三年四月书成并奉表
上呈，宪宗亲自为之写序。由于编纂有功，
丘濬被擢升为翰林院学士（正五品）。此后，
成化十二年（1476年）他又花费大量心血，
仿效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和吕祖谦《大事
纪》的编写体例，撰作了《世史正纲》32卷，
纪事起自庚辰（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灭齐
统一中国，止于戊申（1368年）明太祖建立
明朝，凡1589 年。全书分秦世史、汉世史
直至明世史共12个世史。丘濬一边叙述历
史，一边评论历史，叙论结合，以著世变，明
道义，正纲纪，阐述和宣扬他的经学历史观。

关于撰写《世史正纲》的旨趣，丘濬在自
序中进行了阐述：“《世史正纲》曷为而作
也？著世变也，纪事始也。其事则记于其大
者，其义则明夫其统之正而已。董子曰：正
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非道非
义，功利虽大弗取也。”这表明其撰史目的在
于记述历史发展变化以及历史上发生的人
和事。但丘濬并非事无巨细一并收录，而是
只“记于其大者”，即符合儒家道义的史事，
虽小必记。不符合儒家道义的史事，再重要
也不予载录。

丘濬在《世史正纲》中提出了重史德、史
识的“良史观”。他宣称：“夫天下不可一日
而无史，亦不可一日无史官也。百官所任
者，一时之事。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丘
濬的史德体现在他能够秉笔直书，客观公正
地评价历史人物。一是敢于为于谦正名。
丘濬曾作为修纂官参与《英宗实录》的修撰
工作。当时有人仍坚持英宗时的观点，将于
谦定为不轨之罪。而丘濬则据理力争，《明
史·丘濬传》载：“至修《英宗实录》，有言于谦
之死，当以不轨书者。”濬曰：“己巳之变，微
于公，社稷危矣! 事久论定，诬不可不白。
其持正又如此。”

丘濬在史识方面也不乏创见，尤其是对
王朝治乱兴衰的独特见解，指出王朝若要兴
盛，除需具备开创之主，也要有中兴守成之
君，认为开创之主所建立的基业，继任之君
若无力巩固，王朝终不免走向灭亡。丘濬所
处的时代正是历经“土木之变”后由盛转衰
的明中期，作为心怀经世济民情怀的名儒，
他试图一改朝野上下不正之风。其作《世史
正纲》，是以古鉴今，以历来王朝的治乱兴衰
来规劝统治者励精图治，流露了对天下国家
治平的怀抱。譬如，《世史正纲》认为秦王朝
统治者奢侈无度，大肆营造宫殿，无视民间
疾苦的行为最终导致秦二世而亡，足以给后
世君主警醒。又如，对秦以宦者赵高为中丞
相一事，丘濬指出：“此后世用宦者辅相之
始，万世之下可以鉴矣！”但颇具讽刺意味的
是，丘濬所处的明王朝正是宦官专权、政治
黑暗的典型代表，这也意味着他著史以求规
劝统治者励精图治的良苦用心并未奏效。

《世史正纲》问世后得到了很高的评
价。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赞扬《世史正
纲》“持论严正”。胡应麟《史学占毕》更谓：

“《春秋》之后有朱氏，而《纲目》之后有丘
氏。”1935年，南京仿古书局出版了丘濬的
《世史正纲》，并被选定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读
物，其目的在于以其激奋民族精神，投身于
抗日救亡运动。由此足见丘濬史学著作和
思想价值之巨。

重衍《大学》经世致用
为帝王编写“教科书”

《大学》原为《小戴礼记》之一篇，其所提
倡以德治国之实践体系，基本途径为“修齐
治平”，以修身为基础，以德治天下之德治理
论思想。在宋代以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

别注意。宋以后，经二程、朱熹的大力推崇，
这篇短论上升为儒家主要经典，被宋明理学
家推尊为“圣人之学”。

明代成化年间，《明史》称之“恢恢然有
人君之度”。但正如历史学家孟森所言，成
化时期朝政极其秽乱，宦官专权，社会矛盾
日益加深。平生将治国平天下视为己任的
丘濬，以积极入世的态度，苦苦思索挽救和
巩固大明王朝统治的策略。秉着儒家“内圣
外王”的精神，他提出了一系列“经世致用”
的建议，殷切地希望统治者能将儒学思想付
诸统治的实践中。由此，他萌发了通过总结
历史经验、阐述儒家治国思想，以达到帮助
君王治理国家的想法。这便是其撰写《大学
衍义补》的初衷。

1487年，丘濬在南宋真德秀（1178—
1235）的《大学衍义》基础上撰成《大学衍义
补》160卷，连同《进〈大学衍义补〉奏》呈献
给刚登位的孝宗皇帝。奏中指出《大学衍
义》于《大学》八条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诚
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而独缺治
国平天下之要，所以“仿德秀凡例，采辑五经
诸史百氏之言，补其阕略，以为治国平天下
之要”。但“补德秀前书之阙”绝非丘濬撰写
《大学衍义补》的真正目的。该书所载“治
国、平天下”的项目共十二个，包括正朝廷、
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
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
化等。每一项下又分六七或十数目，这些项
目，包括了治国的方方面面。在丘濬看来，
这是作为帝王要认真学习和讲求的。

丘濬在《进〈大学衍义补〉奏》中，进一步
阐释《大学衍义》与《大学衍义补》的关系：

“前书（《大学衍义》）主于理，而不出乎身家
之外，故其所衍之义大而简。臣之此书（《大
学衍义补》）主于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
故所衍之义细而详，其详其简各惟其宜。若
合二书言之，前书其体，此书其用也。”

这里所谓的“体”与“理”，是指治道，即
德治，治道也是政治之“本”；这里所谓的

“事”与“体”，是指治法，是具体治国政策、制
度及措施，治法也被称为“用”。《大学》被儒
家称为“全体大用”之学。相对《大学》“体
用”完备而言，《大学衍义》有“体”无“用”，以

“体”代“用”。丘濬《大学衍义补》则重在建
构衍义《大学》“用”的内容。

《大学衍义补》主张通过礼乐教化，以儒
家标准统一全社会的思想、制度、礼仪。“礼
乐自天子出，而用之于诸侯之国……天子既
用之于朝廷之上，而又颁之于诸侯之国，而
又以时同之、修之，非但备其仪文、协其声
音，所以一天下之制度，同天下之风俗也”。
力求做到举国“均齐方正如一”，通过制度、
风俗的统一奠定“国治、天下平”的基础。《大
学衍义补》之所以有这样的构想，是因为丘
濬认为“天地之生人也，虽同一其天，而各异
其地，惟其地之异，是以所习者不能无异
焉”，而这就难免造成思想、制度、礼仪、风俗
的不同，不利于实现“国治、天下平”的目标，

“夫以四海之大，兆民至众，人各一心，心各
一见，人人有意欲行其私，苟非上之人撮其
枢要，总摄而整齐之，使一其归，人人必济其
所欲，物物必遂其所私，事事必行其所见，天
下何由而统于一也？圣人有见于此，所以有
一道德之说焉”。

《大学衍义补》虽为帝王“教科书”，却展
露了丘濬广博的学识，书中广征儒家经典、
史籍及前朝儒家学者的评论，最后附以自己
的按语。在按语里，丘濬广泛地探讨了明朝
建国一百多年来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
的问题，并提出改革的意见。

丘濬所面临的时代正处于“成化症候”，
即明朝中期传统社会秩序失范、封建统治危
机加深造成的诸多问题，而《大学衍义补》正
是以帝王教科书为引，旨在引导社会秩序，
是丘濬精心谋划的经世救国方略，可谓综其
治学思想与治国理念为一体的集大成著作。

丘濬为官四十年，廉洁自持，恪尽职守，
位极人臣，真正做到了“遥从海外数中原”。
他虽然少年丧父，却一生恪守家训，按儒学

“内圣外王”的要求塑造自己。
丘濬治学之路上树立了格物致知、读书

穷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等路标，写满了他
的学术理念和政治思想。除了上述著述外，
丘濬还著有《家礼仪节》《五伦全备记》等，
《丘文庄公集》《琼台诗文会稿》还收集了他
的大量诗文，可谓著作等身，为今人治学、做
人，提供了深刻的借鉴与宝贵的财富。

（作者系历史文献学博士、海南大学人
文学院高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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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故居里的丘濬塑像。


